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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平台自我优待行为是平台在大数据、算法等加持下的新型垄断行为，自我优待不同于传统企业的垄断行

为，该行为有着更为隐蔽且难以界定难以取证等特点。虽然说是新型垄断行为，但是其对经济秩序、市

场竞争破坏却不容小觑。近年来，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平台自我优待行为层出不穷，对平台自我优待

行为的研究迫在眉睫。鉴于此，本文将从平台自我优待为切口，探索分析我国企业平台自我优待规制现

状，并在新修订的《反垄断法》体系下，结合新修订的具体条文，分析了我国目前在规制平台自我优待

行为的困境，例如难以认定自我优待的界限、缺乏体系规制框架、未建立有效的事前监管机制等，同时

通过比较法的研究，为完善规制平台自我优待行为提供了一定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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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latform self-preferential behavior is a new type of monopolistic behavior facilitated by big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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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gorithms, and other technologies. Unlike the monopolistic practices of traditional enterprises, 
self-preferential behavior is more covert, harder to define, and difficult to obtain evidence for. 
Although it is a new form of monopolistic behavior, its detrimental impact on economic order and 
market competition cannot be underestimated.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gi-
tal economy, platform self-preferential behavior has been emerging frequently, making research 
on this issue urgent. In light of this, this paper will use platform self-preferential behavior as a fo-
cal point to explore and analyze the current state of regulation of such behavior by enterprises in 
China. Under the newly revised “Anti-Monopoly Law”, and by examining the specific new provi-
sion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challenges in regulating platform self-preferential behavior 
in China, such as the difficulty in defining the boundaries of self-preferential behavior and the lack 
of a systematic regulatory framework. Additionally, through comparative legal research, the paper 
provides certain suggestions for improving the regulation of platform self-preferential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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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2 年 6 月 24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五次会议通过修改《中华人民共

和国反垄断法》的决定，自 2022 年 8 月 1 日起施行，自 2008 年 8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下
文简称《反垄断法》)实行以来，已过了近 14 个春秋。14 年来我国经济飞速发展，市场经济呈现前所未

有的活力，企业数量也大大增加，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对于反垄断事业而言尤

为如此[1]。在大数据加持下，资本垄断的手段越来越多样，形式越来越隐蔽，平台的自我优待行为作为

数字经济高速发展的产物，对经济秩序、市场竞争、消费者权益等造成的损害不可忽视，如何在新修订

的《反垄断法》所构建的体系下界定并规制平台自我优待行为，成为了当下的研究重点。 

2. 何为平台的自我优待及其相关理论争议 

2.1. 数字平台自我优待行为的由来 

学界普遍认为，“自我优待”一词滥觞于欧盟谷歌案，在欧盟谷歌案中，谷歌被欧盟委员会作出 24.2
亿欧元(约合 27 亿美元)的天价罚款 1，值得一提的是，在此之前，欧盟所作出的最大罚款数额为 10.6 亿

欧元，近乎两倍的罚款，可见在欧盟眼中，谷歌滥用市场地位的自我优待行为给欧盟市场经济秩序、消

费者权益等造成了巨大影响。2009 年 3 月，欧盟 19 家企业向欧盟委员会提交了一份公开举报信，认为

谷歌公司滥用其市场支配地位，在谷歌购物中，故意提高自己产品服务排序，恶意降低其它竞争产品服

务流量，在后续对谷歌的行为是否构成自我优待的调查过程中，欧盟委员会发现，谷歌自营的谷歌购物

服务总是出现在谷歌搜索的顶端，即使是在消费者想搜索的物品与谷歌购物所呈现的物品有一定的偏差

的情况下。作为更为重要的证据的是，谷歌开发了一套用于呈现商品搜索排序的大数据算法程序，但是

谷歌又将其自营服务排除在程序之外，即使是某些商品服务在搜索匹配度上不如其它提供者，谷歌仍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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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置于首位，谷歌的这种做法是一种典型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自我优待行为。在纵向市场中，谷歌作

为其市场的运营者同时也是参与者，不但制定了市场规则还破坏了市场规则，这种行为不但侵犯了其它

商家的利益也造成了消费者利益的损失，消费者在看似自愿选择谷歌购物服务的过程中无形的受到了谷

歌的强制力。所以欧盟委员会以谷歌违反《欧盟运行条例》第 102 条禁止滥用市场地位的规定，对谷歌

作出了天价罚款，欧盟竞争专员玛格丽特·维斯塔格(Margrethe Vestager)表示：“谷歌的行为与欧盟的反

垄断法相违背，剥夺了其它公司公平竞争和创新的机会，更为重要的是，还剥夺了竞争给欧洲消费者带

来的好处，剥夺了他们选择的权利。”受此影响，谷歌股价在本周三开盘后就一路下滑，市值蒸发 170
亿美元 2。 

2.2. 平台自我优待行为的界定 

对于平台“自我优待”行为，按照文义解释，应将其解释为平台经营者相对于在平台上的其他经营

者而言，通过制定平台规则或者利用自己独特的资源，更加优待自身业务的行为[2]。换一句话说，自我

优待行为实质上是平台“做了自己的法官”的体现，平台既是市场规则的制定者，又是市场竞争活动的

参与者，虽然英国的自然公正原则是英国行政法上规制行政机关活动的程序规则，但本文认为，在规制

平台自我优待行为时，可以适当参考自然公正原则。首先，自然公正原则虽然适用于行政机关活动，但

是在平台参与自身平台竞争时，平台所扮演的角色类似于行政机关[3]，平台如行政机关一般制定规则，

如行政机关一般监督规则的实施，在参与者违反其制定的规则时，平台也可以运用相应的平台权力去惩

罚违反者，平台在自身的平台竞争中的角色类似于行政机关在如今社会经济生活中的角色。在如今的市

场竞争中，平台愈发明显地利用其“平台–市场二重性”的特征，为自己谋取竞争优势，压制其他竞争

者和中小型企业[4]，所以如何界定平台自我优待界限，如何在《反垄断法》下规制平台的自我优待行为

成为了目前反垄断研究下亟需解决的问题。 
对于自我优待是否应当成为《反垄断法》所规制的内容，学术界对此尚未达成一个统一的观点，有

观点认为自我优待行为是企业“人之常情”，法律不可能要求企业无私奉献，企业运营一个平台或者一

个市场必将会产生一定的成本，对自身提供的产品服务采取优待的方法是在其合理权力之内的，法律不

能强制企业平台为竞争者提供便利，以自我优待约束企业平台，不仅效果甚微，还会抑制企业自身的创

新，违背经济效率原则。这有一定的道理，在《反垄断法》介入平台自我优待行为时，要严格把控好界

限问题，一旦处理不但就会造成上述问题，但上述观点的局限性在于没有认清反垄断的本质，《反垄断

法》反对的不是垄断本身，垄断本身并不违法，因为这可能是企业正当竞争的结果，换言之不是企业选

择了垄断市场，而是市场选择了企业，反垄断反对的是企业滥用其市场支配地位，压制其他企业的竞争，

损害消费者利益，造成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失的行为。对于企业自我优待行为是否要进行规制，我们不能

一概而论，运用《反垄断法》对其进行规制的时候必须结合个案具体分析[5]。 

3. 我国对于数字经济平台自我优待行为规制现状 

3.1. 以行政指导的形式进行规制 

2021 年 9 月 9 日，工信部有关业务部门召开了“屏蔽网址链接问题行政指导会”。在会上，工信部

提出有关即时通信软件的合规标准，要求限期内各平台须按标准解除屏蔽，阿里、腾讯、字节跳动等互

联网巨头都参加了此次会议。 
以腾讯推出的微信为例。在互联网时代，微信早已取代了电话，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国民通讯软件，

在 2021 年微信公开课中，微信的创始人张小龙表示，每天有 10.9 亿人打开微信，可见微信影响力之大，

 

 

2数据见 Ebrun 网：https://www.ebrun.com/dsk/10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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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早已成为了民众日常生活必不可缺的工具 3。但是，在即时通讯领域处于垄断地位的微信为了将巨额

流量仅限于为自身企业服务，防止其他平台从微信引流，开始大量屏蔽外部链接，如在短视频领域封禁

抖音、快手等软件，在购物领域封禁淘宝，使得用户无法在微信内直接打开页面而是要通过复制代码到

浏览器中再通过浏览器打开，这不仅限制了企业之间的正当竞争，还极大地影响了用户体验，直接损害

了消费者利益。但是微信对于腾讯所投资的公司，例如京东、拼多多、美团等并不实行链接屏蔽。微信

封禁外部链接但对自己企业下属或者投资的平台却“放行的”的行为已经构成滥用垄断地位的自我优待

行为已无需多言。其实，不仅微信采取了屏蔽外部链接的方法来锁住流量，在当时，微博、淘宝等平台

也采取了类似的方法，不过微信所造成的影响最为恶劣，对消费者权益的侵害也最为严重，各个平台间

互相封禁的行为完全违背了互联网互通的理念，将本是开放互通的互联网割据成一个一个信息孤岛。各

大平台之间互相禁用外部链接的乱象经过工信部整治后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观。但是问题是，行政指导并

不具有行政强制力，对于数字平台的威慑作用有限，更不能以行政指导的名义进行处罚，难以起到真正

规制的作用。 

3.2. 《反垄断法》介入规制 

平台自我优待行为的反垄断规制现状 
目前，在我国现有的反垄断法体系之下，我国对于数字平台的反垄断规制，着重于规制横向市场之

间的平台互相封禁行为，如严惩阿里、美团等平台强制商家二选一的行为，但是对纵向市场之间的平台

自我优待行为关注度还不够。针对数字平台的自我优待行为，我国现行法律尚无十分明确规定。随着数

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逐步强化对数字经济领域的监管。从《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平台经济领域

的反垄断指南》(以下简称《反垄断指南》)到 2022 年新修订的《反垄断法》，我国正在不断探索一条既

符合国情又适应市场经济稳步发展的平台经济反垄断之路。 
《反垄断指南》的正式颁布，标志着我国在数字平台经济反垄断领域取得了显著进展，《反垄断指

南》作为我国首个专门针对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问题的指导性文件，具有里程碑意义。指南对于滥用市

场支配地位的审查流程进行了详尽的阐述。要求在对市场支配地位行为进行审查时，需精准界定相关市

场因素，并对经营者在这些市场中的支配地位进行深入分析，除此之外，指南还强调了根据具体案例的

实际情况进行细致的分析和判断。 
此外，《反垄断指南》在第十六条 4 对认定市场支配地位的考量因素进行了更为详尽的列举和阐述，

使得这一过程更加具有可操作性和规范性。而在第十七条 5 中，则进一步细化了对差别待遇的认定标准，

为规制平台经济中的自我优待行为提供了明确的准则和依据。这些规定不仅有助于提升反垄断执法的效

率和准确性，也为平台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6]。 
旧反垄断法对于平台自我优待行为，主要是通过援引第十七条第六项 6 兜底条款进行规制，而在《反

垄断法》修订以后，对于规制平台自我优待行为有了更多的选择。《反垄断法》新增订的第九条明确规

 

 

3数据见 2021 年微信公开课 Pro：https://developers.weixin.qq.com/community/business/course/0000820fdf01389ed59b7863f5f40d。 
4第十六条第一款：搭售或者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具有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平台经济领域经营者，可能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无正当

理由实施搭售或者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排除、限制市场竞争。分析是否构成搭售或者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可以考虑以下因素：

(一) 利用格式条款、弹窗、操作必经步骤等交易相对人无法选择、更改、拒绝的方式，将不同商品进行捆绑销售；(二) 以搜索降

权、流量限制、技术障碍等惩罚性措施，强制交易相对人接受其他商品；(三) 对交易条件和方式、服务提供方式、付款方式和手

段、售后保障等附加不合理限制；(四) 在交易价格之外额外收取不合理费用；(五) 强制收集非必要用户信息或者附加与交易标的

无关的交易条件、交易流程、服务项目。 
5第十七条第一款：差别待遇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平台经济领域经营者，可能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无正当理由对交易条件相同的交

易相对人实施差别待遇，排除、限制市场竞争。分析是否构成差别待遇，可以考虑以下因素：(一) 基于大数据和算法，根据交易

相对人的支付能力、消费偏好、使用习惯等，实行差异性交易价格或者其他交易条件；(二) 实行差异性标准、规则、算法；(三)
实行差异性付款条件和交易方式。 
6第十七条第六项：禁止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从事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认定的其他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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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经营者不得利用数据和算法、技术、资本优势以及平台规则等从事本法禁止的垄断行为。以及第二

十二条增加“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不得利用数据和算法、技术以及平台规则等从事前款规定的滥

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作为第二款。两个条文互相呼应，不仅明确了党和国家对平台经济垄断行为

乱象整治的决心，而且为未来构建更为具体的数字反垄断制度留下了兜底性的条款。同时，在法律责任

方面，《反垄断法》第六十七条明确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4. 平台自我优待行为的反垄断规制困境 

4.1. 平台自我优待概念模糊并且难以界定边界 

正如上文所言，对于平台的自我优待行为，通常认为是平台经营者相对于在平台上的其他经营者而

言，通过制定平台规则或者利用自己独特的资源，更加优待自身业务的行为。 
传统的自我优待并不少见，超市将自营商品放在显眼位置，菜市场管理方将最好的位置留给自身本

质上都属于自我优待，但我们不能简单的认定其为需要反垄断法进行规制的自我优待行为。 
在数字化浪潮中，平台自我优待现象日益凸显，其背后实质上是融合了多元化垄断形态的综合体现。

除了涵盖传统的“搭售”和“拒绝交易”等已被现行反垄断法明确规制的行为外，随着数字经济的高速

发展和大数据技术的广泛应用，还涌现出了一系列与数据紧密相关的自我优待形式，如操纵搜索结果、

未经授权获取商家非公开数据以辅助决策等。这些纷繁复杂的行为模式使得自我优待的概念边界变得模

糊，缺乏清晰、具体的界定标准，这无疑给反垄断执法机构的监管工作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同时也对平

台的创新活力构成了潜在威胁。因此，对于数字时代平台自我优待行为的界定与规制，亟待学术界和监

管部门进行深入研究与探讨[7]。 
同时，网络平台因其所具有的“平台–市场二重性”的特征，天然的拥有一定的市场优势，平台所

实施的行为属于平台合理权利范畴还是滥用支配地位亦需谨慎认定。平台自我优待行为与平台合理权利

之间的界限十分模糊，许多自我优待行为披着平台合理权力的外衣，并且由于其特性，执法部门难以界

定其是否构成自我优待行为。例如在我国一些电商平台中，用户在搜索关键词后出现的商品排行在前的

商品多是与平台经营者有关的，如“平台自营”“平台补贴”等，但是将自己的产品置于顶端并不当然

等同于自我优待行为，这可能也是合理行使平台权力的产物。并且平台自营的店铺确实拥有更强的实

力可以为客户提供相对于其他竞争者更为优质的产品服务，更为健全的售后保障体系。在此种情形下，

我们很难再现有的法律体制下评判平台的行为是否构成自我优待，执法部门也难以有具体的依据对其

进行处罚。 
其次，平台自我优待行为并不如同传统的垄断行为，在大数据等新技术的加持下，平台自我优待行

为有很强的隐蔽性，并且，平台在运营过程中往往不会局限于使用一种类型的自我优待，这更加大了执

法机构高认定的难度成本。如果运用传统的分析框架，即通过界定相关市场、认定市场支配地位、滥用

行为认定、竞争效果来判定经营者是否具有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这一分析框架略显单薄[8]。 

4.2. 缺乏事前监管与平台合规自律加大监管难度 

数字平台作为平台的经营者和参与者，在平台中不仅制定交易规则、提供支付服务也同时参与市场

竞争活动，因此平台实施自我优待行为具有天然的优势，加大了对于自我优待行为规制的难度。而我国

目前对反垄断的监管多采取事后规制，对于数字平台的反垄断效果而言尚存不足，存在着滞后性和效率

低下的特点。并且我国对于数字平台的反垄断监管缺乏事前监管和平台合规自律的建设，然而事前监管

与平台合规自律对于规制平台自我优待行为而言意义重大，既能强化执法部门监管的功能，又能弥补事

后规制的缺陷。仅仅依赖时候对于平台自我优待行为的惩戒性规制，不仅执法认定难度大、成本高，对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4.133862


蔡依辰，郭俊弟 
 

 

DOI: 10.12677/ecl.2024.133862 7000 电子商务评论 
 

于平台经济发展而言也会产生诸多不利的影响。 
对于反垄断效果而言，事后规制的滞后性使得违规行为在较长时间内未能得到有效遏制，造成的市

场损害难以在短期内恢复。平台的自我优待行为往往具有高度隐蔽性和复杂性，只有在其负面影响显现

之后，监管机构才可能介入调查和处罚。在这一过程中，竞争对手可能已经遭受了无法弥补的损失，市

场结构也可能已经发生了不利的变化。其次，事后规制的成本高昂，执法资源的消耗巨大。反垄断案件

通常涉及复杂的经济分析和法律认定，调查取证过程繁琐且时间漫长。这不仅增加了执法机构的工作负

担，也拖延了案件的处理时间，在数字平台的反垄断执法中这点更为凸显。同时，事后规制的震慑作用

有限。对于大型数字平台而言，尽管面临高额罚款和法律制裁，但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市场地位使其能

够承担这些处罚，继续进行类似的违规行为。这种现象导致反垄断法规的威慑力不足，难以有效遏制平

台的自我优待行为。 
对于平台自身而言，过度强调事后规制可能对平台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高频率的调查和处罚可

能增加平台运营的不确定性，削弱其创新动力和市场竞争力。对于中小企业和新兴平台而言，过于严厉

的事后规制可能带来额外的合规成本和经营风险，抑制其发展和创新活力。 

4.3. 我国对于平台自我优待行为尚未形成体系的规制框架 

由于我国并不是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反垄断传统，第一部《反垄断法》于 2007 年通过 2008 年施

行，至今也只经过十几年的历程，发展历程较短。虽然，我国反垄断体系在整体布局大框架等宏观角度

已经较为完善，但是对于近年来兴起的数字平台垄断行为的具体规范仍然较为欠缺。2022 年新制定修改

的《反垄断法》增加了对于数字平台垄断行为的关注，使得我国反垄断体系制度构建更为完善，但是不

得不承认的是，对于平台自我优待行为，在现行反垄断体系下尚未形成合理的、体系化的规制框架，缺

乏具体的规制途径，司法实践中也缺乏典型案例。 
目前，我国主要以《反垄断法》为基石，辅以其他零散的反垄断政策来规制此类行为，法律框架的

完备性仍有待加强。依据我国《反垄断法》的规定，自我优待并不属于独立的滥用行为类型。而《反垄

断指南》也只是将平台经营者采取的自我优待行为，例如“屏蔽店铺、搜索降权、流量限制”等认定为

限定交易或搭售，但当前《反垄断法》上关于限定交易和搭售行为的违法性认定标准，在适用分析自我

优待行为时存在不同程度的不贴合之处[9]。并且在司法实践中，平台自我优待违法性认定的复杂性和困

难性导致执法成本高昂，对平台经营者亦产生显著影响。若规制体系长期处于分散状态，不仅会降低效

率，还可能对平台的稳定发展和司法权威性造成不利影响[10]。此外，由于取证困难，平台在抗辩时往往

占据优势。在认定平台自我优待行为时，执法者需持谨慎态度，因为自我优待与平台合理权力之间的界

限较为模糊，为了证明平台是否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进行自我优待，执法者必须依赖充分有力的证据，确

保判断的准确性[11]。而当前我国的《反垄断法》在列举滥用行为类型时，对于平台自我优待的规制存在

局限性。此外，过度依赖抽象的兜底条款可能会赋予裁判机关过大的自由裁量权，导致在数字平台自我

优待行为的违法性认定上缺乏明确且具体的标准。 

5. 完善我国数字经济平台自我优待行为规制的建议 

5.1. 完善平台自我优待行为的相关立法，明确自我优待概念与典型行为类型 

在当前数字经济迅猛发展的背景下，伴随着大数据技术的深度应用，数字经济平台在经营过程中日

益显现出其显著的规模优势。针对平台可能滥用市场支配地位采取的新型垄断行为，传统的反垄断规制

体系显然已难以满足有效监管的需求，难以达成平台反垄断的预期目标。鉴于此，为了提升对自我优待

行为的监管效能，我们亟需完善针对此类行为的专项监管立法，深化细化监管规制的具体细节，进而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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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监管法规的精细化与系统化建设，更好地维护市场秩序，防止数字经济平台的权力滥用，保障市场的

公平竞争和健康发展。 
如前所述，我们不能简单的将数字平台的自我优待行为与传统的垄断行为(拒绝交易、搭售)等混为一

谈，若仅将其按照现行《反垄断法》规定的拒绝交易、搭售等条款进行规制，相关的判断标准和救济途

径存在一定的不适用性。因此将平台的自我优待行为确立为一种独立的垄断行为类型可以使其得到更好

的规制。 
对于平台自我优待行为的内涵，应当从法律的层面进行界定，并且对于平台自我优待行为的典型类

型予以列举明确。从法律上对于平台自我优待行为的内涵界定，最早见于《互联网网平台落实主体责任

指南(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责任指南》)中，《责任指南》第二条首次明确规定了互联网平台不得实

施自我优待，但对自我优待的具体内涵和常见情形并未做细化规定。因此对于自我优待的界定，仍然需

要立法加以完善，对此我国也可以借鉴美国针对数字平台垄断行为所制定的《美国创新与选择在线法案》，

在该法案中，立法部门通过创立“主导平台”制度来对平台自我优待行为进行概念界定，同时通过列举

10 余种自我优待行为的具体情形，为规制平台自我优待行为提供了更为可行的具体措施[12]。 

5.2. 整合相关规范构建体系规制机制 

为了更好的规制平台自我优待行为，应以《反垄断法》为中心，统合其他零散的对于平台自我优待

行为规制的政策规定，建立起对于平台自我优待行为的体系监管机制。对于事后规制制度也需要进行完

善，事后规制虽然对于规制数字平台的自我优待行为有不足之处，但也不能因噎废食。在《反垄断法》

中增设专门条款，将自我优待行为独立列为一种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类型，并制定详细的操作指南，

明确认定标准和执法流程，减少执法人员滥用兜底条款而生的自由裁量权。其次，强化取证机制，利用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进行证据收集和分析，可以对此设立专门的数字反垄断调查机构，提升取证效率

和准确性。同时，加强对反垄断执法人员和司法人员的专业培训，提高他们对数字平台运营机制和自我

优待行为的理解和判断能力。推动典型案例积累，建立平台自我优待行为的典型案例库，并适时公开部

分判例，提升执法透明度。强化跨部门合作，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和联合执法方式，提高执法效果。逐步

建立起一个完善的、体系化的规制框架，提升我国对数字平台自我优待行为的监管能力，确保市场的公

平竞争和健康发展[13]。 

5.3. 建立事前监管机制与平台合规自律制度 

对于数字平台的垄断行为，我国的《反垄断》法通常采取的是事后规制模式，事后规制模式虽然可

以应对传统的垄断行为，但是对于数字平台的垄断行为难以发挥有效的规制作用。并且由于平台在数据

加持下的开放性与互联型，采取事后规制的手段会导致事后规制执法成本高昂、具体审查困难等等，并

且平台因为遭受较大的不利影响。因此建立事前监管机制与平台合规自律制度刻不容缓。 
首先，通过建立事情监管机制，可以赋予数字平台经营者不得实施自我优待的事前禁令与义务，让

平台明确自身行为的界限，明确何种行为是不可为的[14]。对于如何具体赋予平台事前义务，我们可以借

鉴域外立法经验，例如欧盟所通过的《数字市场法》中创立的“守门人”制度，规定了平台守门人的认

定标准，一旦平台被认定为守门人就会赋予其一定的义务并且将会被禁止实施某些特定的行为[15]。对于

我国而言有很重要的借鉴意义，我们应当结合我国平台经济发展现状，设定符合我国国情与具有我国特

色的平台事前义务，与事后规制相结合，实现对数字平台自我优待行为的有效合理监管。 
其次，建立平台合规自律制度。在推进经济市场秩序规范化的过程中，构建平台合规自律体系显得

尤为关键。除了依赖公共权力部门的监督与管理，平台企业亦需通过设立严谨的合规自律制度来预防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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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在经营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垄断倾向。考虑到平台兼具经营与市场管理的双重角色，即“平台–市场二

重性”，其合理权限与自我优待的界限变得难以界定。作为市场经济的重要参与者，平台在追求经济利

益的驱动下，一旦拥有超过其他竞争者的市场力量，很可能倾向于滥用这种力量以获取更大利益。因此，

引导平台企业正确行使市场权力，并建立健全的合规自律制度是确保市场的公平竞争和秩序稳定的重要

手段。 

6. 结语 

近年来随着我国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我国线上经济不断发展，平台经济在日常生活中占据着越来

越重要的地位，随之演化而来的平台自我优待行为也应当受到关注。但是平台的自我优待对于反垄断而

言是一个较为新型的垄断行为，它借助大数据、算法、平台规制等具有很强的隐蔽性，无论是对立法而

言还是执法而言都是一大挑战，在新《反垄断法》颁布后，对于规制平台的自我优待虽然有了更为具体

准确的法律依据，但是对于规制平台自我优待行为仍然有许多待解决的问题和需要深入探讨的领域。例

如自我优待的具体类型难以界定，尚未形成体系化的规制平台自我优待行为法律框架等，对此应当不断

从制度方面进行完善，对于国际值得借鉴的立法经验，我们也应以谦逊严谨的态度去探索其在我国实行

的可能性，通过完善相关制度与建立平台合规自律制度，可以更好地对平台自我优待行为进行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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